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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安城坊市与雩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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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借助坊市南北门开、阖来求、止雨，是唐长安城内部雩?祭祀的重要外在表现形式。考

古已证实皇城南所对３６坊无南北坊门，故相对于他坊属于特殊的祭祀空间。由于朱雀街作为“御

路”所发挥的内聚作用，此３６坊的祭祀性质主要通过京兆尹组织朱雀街求雨徙市，以及止雨时太

社、朱雀街、明德门一线上相应活动的展开作为主要体现，一定程度上更应视作皇城区祭祀空间的

外延。长安城内此二类外部形态不同、祭祀性质相异的坊，共同组成雩?祭祀之完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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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雩祭以求雨，?祭以止雨，是传统社会在国都之
中禳除水旱灾害的重要祭祀行为。作为帝京所在，

此二类祭祀行为在唐代长安城中亦有深刻体现。目

前学界对于唐长安城中禳除水旱灾害的相应研究成

果较多：既有从整体着眼对唐代社会的祈雨活动进

行研究［１］，也有将唐代灾害与出宫人等政治现象相

结合分析［２］。同时，学界对于唐长安城坊里制度研

究日益深入［３］，也发现坊门设置的某些特殊现象［４］。

然而专门对于坊市门求、止雨的布局研究，目前似较

为缺乏。启、闭坊市门进行求、止雨，目前学界多赞

同源于汉代董仲舒（董子）《春秋繁露》，此后历代多

有沿用。杨鸿年对唐代启、闭坊市门求、止雨现象有

较系统论述［５］。其他学者则在探讨唐长安城的城门

文化之时，部分提及此一现象。

根据相关文献，利用坊市门中的南北二门进行

求、止雨，在唐代属较为重要的禳灾方式。然考古证

实唐长安城皇城南３６坊仅设东西街，因此本区域与
其他坊市区性质有一定差异。同时，经对朱雀街的

分析，可知此３６坊在祭祀空间视角下，在唐代被视
作一体化空间，而朱雀街作为郊祀“御路”性质，使

得本区域更应被视为祭祀背景下皇城区的外延。此

二类坊共同构成唐长安城中坊市区的求、止雨空间。

唐徐坚《初学记》载，“祷雨为雩，祷晴为?”［６］，故雩

?空间正可指代唐长安城中坊市区的求、止雨所涉

及空间。

一、启、闭坊市门雩?区

　　根据文献记载，有唐一代长安城、洛阳城内及
周边发生水旱灾害的次数、灾害程度皆较高。在

水旱频仍的背景下，唐长安城、洛阳城内通过启、

闭坊市门求、止雨，文献按时间先后主要有如下数

条：（１）景龙中，东都霖雨百余日，闭坊市北门，驾
车者苦甚污，街中言曰：“宰相不能调阴阳，致兹恒

雨，令我污行。”会中书令杨再思过，谓之曰：“于理

则然，亦卿牛劣耳。”（《旧唐书》卷 ３７《五行志》）
（２）（天宝）十三载（７５４）秋，京城连月澍雨，损秋
稼。九月，遣闭坊市北门（《旧唐书·五行志》，又

见《新唐书》卷 ３４《五行一》）。（３）大历四年
（７６９）秋，大 雨。是 岁，自 四 月 霖 澍，至 九

月。……京城闭坊市北门，门置土台，台上置坛及

黄幡以祈晴。秋末方止（《旧唐书》卷 ３７《五行



志》，又见《新唐书》卷３４《五行一》）。（４）（元和）

十五年（８２０）二月癸未，大雨。八月，久雨，闭坊市

北门（《新唐书》卷３４《五行一》）。（５）（元和）十

五年（８２０）九月十一日至十四日，大雨兼雪，街衢

禁苑树无风而摧折、连根而拔者不知其数。仍令

闭坊市北门以禳之（《旧唐书》卷 ３７《五行志》）。

（６）宝历二年（８２６）十月，京兆尹刘栖楚奏：“术者

数之妙，苟利于时，必以救患。伏以前度甚雨，闭

门得晴。臣请今后，每阴雨五日，即令坊市闭北

门，以禳诸阴。晴三日，便令尽开。使启闭有常，

永为定式。”从之（《唐会要》卷 ８６）。（７）开成二

年（８３７），河南、河北旱，蝗害稼；京师旱尤甚，徙

市，闭坊南门。（《旧唐书·五行志》）

（一）理论来源

启、闭坊市门以求、止雨，首创于汉代董仲舒，属

于对阴阳观念的一种广泛附会行为。而董子《春秋

繁露》中《求雨》、《止雨》二篇，是指导此理论实施的

主要依据。应用于坊市门，便是求雨要“兴阴抑

阳”，要开坊之北门而关闭南门；止雨时反之，要开

南门而关闭北门。由于董仲舒《求雨》、《止雨》二篇

乃系统之理论，措施繁复，故整理其主要措施，如

表１所示。

由表１中可见，此一理论乃将阴阳与五方、五

色、数术相对应之系统理论。汉晋南北朝时期亦有

践行此理论之先例。

在唐人观念中，阴阳失衡是引起水旱灾害的主

要原因，《新唐书·五行志一》即云：“少阳曰，少

阴曰雨，阳德衰则阴气胜，故常雨。”由此，唐长安城

中产生的附会阴阳之说众多，如将阴雨天气的发生

与后宫干政相联系，将出宫人作为调和水旱灾害的

方式，霖雨时减轻刑狱与租赋等等①。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对启、闭坊市门求、止雨行

为有不同观点。唐中宗神龙元年（７０５）大水，朝廷

下诏求直言，右卫骑曹宋务光上疏曰：“臣尝读书，

观天人相与之际，考修咎冥符之兆，有感必通，其间

甚密。是以政失于此，变生于彼。……臣又按水者

阴类，臣妾之道，阴气盛满，则水泉迸溢。……臣恐

后庭近习，或有离中馈之职，干外朝之政。……夫灾

变应天，实系人事，故日蚀修德，月蚀修刑。若乃

或愆，则貌言为咎。雩?之法，在于礼典。今暂逢霖

雨，即闭坊门，弃先圣之明训，尊后来之浅术，时偶中

之，安足神耶？”［７］

表１ 《春秋繁露》中求、止雨措施

目的
灾害

时段
主要措施 备注

求雨

春

１．邑东门外设四通坛，方八

尺，植 苍 缯 八，其 神 共 工。

２．甲乙日为大苍龙一，长八

丈，居中央；小龙七，皆东乡。

３．阖邑里南门，开邑里北门；

里北门外与市中置猪一。

４．家人祀户。

夏

１．邑南门外设四通坛，方七尺，

植赤缯七，其神送尤。２．丙刃

日为大赤龙一，长七丈，居中

央；小龙六，皆南乡。３．开阴闭

阳如春。４．家人祀灶。

季夏

１．为四通之坛于中央，植黄缯

五，其神后稷。２．戊己日为大

黄龙一，长五丈，居中央；小龙

四，皆南乡。３．他皆如前。

４．家人祀中矲。５．县邑十日

一徙市于邑南门之外，五日禁

男子无得行入市。

秋

１．为四通之坛于邑西门之外，

方九尺，植白缯九，其神少昊。

２．庚辛日为大白龙一，长九

丈，居中央；小龙八，皆西乡。

３．他皆如前。４．家人祠门。

冬

１．为四通之坛于邑北门之外，

方六尺，植黑缯六，其神玄冥。

２．壬癸日为大黑龙一，长六

丈，居中央；小龙五，皆北乡。

３．他皆如春。４．家人祠井。

１．四时皆 以 水

日，为龙必取洁

土为之。２．四时

皆以庚子之日，

令吏民夫妇皆偶

处。３．凡求雨之

大体，丈夫欲藏

匿，女 子 欲 和

而乐。

止雨 四季

１．令县邑于土日塞水渎，绝

道，盖井，禁妇人不得行入市。

２．令县乡里皆扫社；鼓，用牲

于社。３．以朱丝?社十周，衣

赤衣赤帻，三日罢。

１．凡止雨 之 大

体，女子欲其藏

而匿也，丈夫欲

其 和 而 乐 也。

２．开阳而闭阴，

阖水而开大。

　　可见宋务光反对以坊市门求、止雨之原因，在于

此举既非以人事应天道，亦不见诸礼典，但其对于天

人相感、阴阳失调致灾却持赞同之态度。唐代启、闭

坊市门以求、止雨来自于董子，李商隐之祭神文有直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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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自汉代起，出宫人以调和阴阳、应对水灾较为常见。相比之下，唐代

在水灾、干旱条件之下，皆有出宫人之举动，故其行为背后已经不仅单以阴阳

为指导，而是更多地与施政得失相附会。



接证据，李商隐曾作有《赛侯山神文》，其文中曰：

“无俾董生之说，空闭阳门。”［８］此外，宋务光称启、

闭坊市门为“后来之浅术”，亦可知此法去古未远，

实乃董子之创设无疑。

唐代多位皇帝皆重视启、闭坊市门禳灾方式，至

迟在宝历二年（８２６）已形成了专门制度。

第一，坊市门被容纳进唐长安城内求、止雨的实

践中，是由于坊内的十字街道路规划，形成了阴阳理

论视角下属阴的北门与属阳的南门。文献记载长安

城中存在两种形制的坊，《长安志》云，“皇城之东尽

东郭，东西三坊；皇城之西尽西郭，东西三坊。……每

坊皆开四门，有十字街，四出趣门。皇城之南，东西四

坊，……南北九坊，……每坊但开东西二门，中有横街

而已。”［９］此二种形制的坊以及具有“井”字形结构的

西市，皆已被１９５８年以来唐城考古所证实［１０］。

第二，坊市门与坊墙所形成的内闭空间有直接

联系，唐长安城内的坊皆由坊墙所围成，所谓“百千

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坊门之、开阖因之

而被灌注以阴、阳，《全唐文》载玄宗天宝六载（７４７）

所颁上元节诏令：“重门夜开，以达阳气。……自今

已后，每至正月，改取十七、十八、十九日，夜开坊市

门，仍永为常式。”

第三，徙市也是专门用于求雨的古礼之一，唐代

对此亦有践行。然而相对于启、闭坊市门而言，唐代

徙市用于求雨时，其功能空间并不沿用市场本身，而

是要迁徙到朱雀街之两侧，与启、闭坊市门雩?区相

比，属于较特殊的祭祀空间（对此将在下文分析）。

唐代启、闭坊市门求、止雨，也主要是利用了东西二

坊市所具有的南北各两座坊市门。

（二）空间布设

既然已经明确唐代启、闭坊市门之理论来自董

子《春秋繁露》中的《求雨》、《止雨》二篇，以下对唐

代求、止雨空间的布置，与董子之规则相验证。

唐代启、闭坊市门文献所载简略，故全面复原唐

时坊市门祭祀空间稍显困难。《全唐文》所收罗隐

《请追癸巳日诏疏》，提及唐僖宗时期坊市门外结坛

求雨这一现象：“夏五月京畿旱，癸巳日闻诏大京

兆，用器水炉香蒲萧绛幡辈，致于坊市外门，将以用

旧法而召甘雨也。”［１１］器水炉香等，皆为祭坛惯用之

物，此点唐代借鉴董子之处甚明，至于使用“绛幡”，

应亦系根据五方色而来，此次旱灾发生于五月，属于

夏季，故以正红色的绛幡相对应。

此外，唐代尚有止雨时坊市门外设立祭祀坛?

这一重要现象。上文所列《旧唐书·五行志》大历

四年（７６９）条，其价值尤为可贵，兹再列出：“大历四

年（７６９）秋，大雨。是岁，自四月霖澍，至九月。

……京城闭坊市北门，门置土台，台上置坛及黄幡以

祈晴。秋末方止。”核之《春秋繁露·止雨》，惜未提

及止雨设立坛?之记载。现就此条资料来看，“置

坛”、“黄幡”与《止雨》篇中季夏祷雨邑之中央设土

坛、坛上植黄缯较为吻合。从两者时间上看，《春秋

繁露·求雨》篇由于采用古代“五季”时令划分法，

季夏为六月，以“中央土”配邑里中央坛，故坛上植

黄色缯；大历四年（７６９）久雨，自四月延续至九月，

属夏秋季节，设坛祭祀很可能开始于六月，故亦植

黄幡。

唐代大历四年（７６９）止雨所设祭坛，上植黄幡，

乃五方色之沿袭；设祭坛于坊之南门，应是对求雨时

根据旱灾发生季节而设立方位坛的一种借鉴。由此

可见，唐代启、闭坊市门求、止雨，在董子理论之基础

上，在实践中又有新的变动：求雨环节主要择取启坊

市门的做法；止雨环节除了倚靠太社之外，又借鉴求

雨中的方位祭祀坛以共同组成止雨祭祀空间。故此

一时期唐长安城内坊市区因启、闭坊市门而形成的

雩?空间，以大历四年（７６９）止雨为例，其每一坊之

祭祀布设如图１所示。

图１　唐长安城坊的祭祀布设

对全郭城而言，此类设有十字街之坊，共同构成

了整齐划一的祭祀方阵，此不可不谓一景象壮观的

祭祀坛 群。兹以止雨为例，其空间分布如图２所

示长安城内居住区中，除宫城、皇城、皇城南所对３６

坊之外，城内坊市区在空间布设上大致呈左右对称

趋势。皇城南所对３６坊，前引《长安志》已言及其

无南北坊门，故求止雨开闭坊门、门外设坛等措施对

本区并不适用。然而雩?祭祀作为长安城中的全体

性活动，此３６坊作为居住区，其与拥有十字街构造、

启闭坊市门的诸坊之联系以及特殊性何在？

８２

贾鸿源：唐长安城坊市与雩 空间



二、皇城南３６坊雩?区

　　据考古勘探，“皇城南侧的‘长兴坊’仅有东西

向的街道，而未发现南北的街道，这与文献所记是一

致的。”［１０］对于皇城南３６坊为何仅设东西街，文献

中主要有如下两种观点：“《长安志·唐京城》云：

“皇城之南，东西四坊，……南北九坊，……但开东

西二门，中有横街而已。盖以在宫城正南，不欲开北

街泄气以冲城阙。”［９］《雍录·唐朱雀门外坊里》云：

“诸坊之南皆有门，自东西以出横街，而坊北无门，

其说曰北出即损断地脉，此压胜术也。”然则程氏不

仅解释此３６坊无北门系出于“损断地脉”之考虑，

还提及此３６坊但无北门，余三门俱全，较诸“但开

东西二门”，又成一新情况。

以上二说虽具体分为“泄气”、“损断地脉”，但

皆与压胜术相关。曹尔琴认为此３６坊但开东西二

门，是因其东西宽度窄于长安城中其他二类形制的

坊［１２］，从空间规划的角度做出新解释。

值得注意的是，此３６坊与唐长安城东北隅大明

宫南丹凤门街两侧之坊，两者所处空间位置关系颇

为相似，故有必要分析一下丹凤门街两侧坊内的街

道布设。

唐高宗龙朔二年（６６２）营造大明宫后，宫城正

门丹凤门外新开辟丹凤门街，通过原来的翊善、永昌

二坊中部，由北向南，街左二坊为翊善、来庭，街右为

光宅、永昌。根据考古勘测，光宅、永昌二坊长４９０

米，翊善、来庭二坊长３５６米［１０］。马得志、宿白所作

考古报告［１３］，皆认同唐长安城中仅有皇城南３６坊

内为东西街构造，余下诸坊内设十字街。然检诸二

位学者文中所附唐长安城考古实测图，皆于丹凤门

街两侧四坊之内只做东西向虚线，应是表示此新成

之四坊仅设东西街［１４］。若依图２所示，则此四坊内

之街道设置，与皇城南３６坊应属同一类型。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载，会昌三年（８４３）

八月，圆仁等留学僧“为求归国，投左神策军押衙李

元佐，是左军中尉亲事押衙也”，李元佐“本是新罗

人，宅在永昌坊，入北门西回第一曲。”［１５］既然翊善、

永昌二坊内原为十字街，则改建后面积甚小的永昌

坊“北门”应系新开。以此推之，光宅、翊善、永昌、

来庭四坊内部亦应为十字街之布设。同时，丹凤门

街所正对的永兴坊，也设十字街，曾无“泄气”之虞。

由此，皇城南３６坊不设南北街，更可能是出于礼制

思维，而非实用之考虑。

图２　唐长安城止雨祭祀所开坊市门分布图

（一）秉时施政与“围外地”

此３６坊之形制是否还蕴含其他特殊的规划理

念？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西京外郭城》注：“皇城

之东尽东郭，东西三坊。皇城之西尽西郭，东西三

坊。南北皆一十三坊，象一年有闰。每坊皆开四门，

有十字街四出趣门。皇城之南，东西四坊，以象四

时。南北九坊，取则周礼九逵之制。隋三礼图有见

其像。”［１６］徐松既言隋《三礼图》中蕴含“一年有闰

月”、“四时”、“周礼九逵”，那么对这一情况就不得

不引起重视。

将四时阴阳与人君施政以及礼仪相联系，先秦、

秦汉时期已经形成系统理论。《左传·昭公元年》

郑大夫子产曰：“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

夕以修令，夜以安身。”秦国之医和亦主张：“天有六

气，……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及至《礼

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

训》等出现，更将秉时施政理念落实为具体措施。

《大戴礼记·本命第八十》云：“礼之象，五行

也；其义，四时也。”《旧唐书·礼仪志》云：“凡礼之

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

礼。”［７］可见唐代之礼仪观念与此一脉相承。《旧唐

书·魏知古传》载，景云二年（７１１）季夏时节，唐睿

宗为金仙、玉真二公主营造道观，魏知古上疏劝谏，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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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征引《谷梁传》、《尚书》、《礼记》、《国语》所言，尤

其提及《礼记·月令》“季夏之月，树木方盛，无有斩

伐，不可兴土功以妨农”，“季夏行冬令，则风寒不

时”，将睿宗此举归结为“乖人事，违天时”［７］。

前引唐中宗神龙元年（７０５）宋务光之上疏，已

经明言“灾变应天，实系人事”、“政失于此，变生于

彼”。为了以人事应天道，唐代主要由帝王、官员群

体发挥“燮理阴阳”的主要作用，《两唐书》对于灾变

天气下君王减膳撤乐、大臣引咎致仕多有记载，这也

是宋氏疏中引民间戏称坊门为“宰相”的鲜活社会

背景。徐松言隋《三礼图》中将皇城南 ３６坊作为

“四时”、“九逵”之象征，然则本区域势必要体现出

作为帝王、官员们“秉时施政”之区的某种特殊性，

以及显示出其与君臣群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关于这

一点，唐代的“围外地”应是一个独特视角。

“围外地”是伴随唐长安城前期规划与后期自

我调适而产生的地域概念，且文献对其记载甚少，相

关细节主要存留于唐武宗会昌（８４１～８４６）年间、宣

宗大中（８４７～８５９）年间禁止百官于京城立私庙的

诏令以及大臣奏疏之中。《旧唐书·武宗本纪》载，

会昌三年（８４３）二月，“先诏百官之家不得于京城置

私庙者，其皇城南向六坊不得置，其闲僻坊曲即许依

旧置。”［７］《新唐书·韦彤传》又载，会昌五年（８４５），

“诏京城不许群臣作私庙”，宰相李德裕等上表，“诏

不许，听准古即居所立庙。”［１７］李德裕之奏疏见诸

《全唐文》卷７０６《奉宣今日以后百官不得于京城置

庙状》，其文中曰：“伏以朱雀门至明德门，凡有九

坊，其长兴坊是皇城南第三坊，便有朝官私庙，实则

逼近宫闱。自威远军向南三坊，俗称围外，地至闲

僻，人鲜经过，于此置庙，无所妨碍。臣等商量，今日

以后，皇城南六坊内不得起私庙。其朱雀街缘是南

郊御路，至明德门夹街两面坊及曲江侧近，亦不得

置。余围外深僻坊，并无所禁，所贵不违礼意，感悦

人心。”［１１］

由奏文判断①，此“围外”指威远军所在坊之南

的三排坊，然“围外”之东西范围不明。《唐两京城

坊考》载，安善坊“尽一坊之地为教弩场”，徐松注此

坊至武太后末年“隶威远军”［１８］，则威远军所在即安

善坊。李德裕又言朱雀门街两面坊亦不得置私庙，

则由此，其一可知“围外”范围为威远军所在安善坊

东西一排起，直至郭城南，共２９坊之地；其二，由李

德裕所举长兴坊之例，可知“夹街两面坊”的宽度涵

盖朱雀街两侧各两坊之范围；其三，皇城南３６坊以

威远军所在安善坊为界，被分别以“逼近宫闱”、毗

邻“御路”而被整体划出，禁止设立百官私庙，此区

域整体受到特殊重视。

至宣宗大中五年（８５１），围绕此一问题又展开

争论，此３６坊之特质再次得到揭示。《全唐文》所

收令狐
!

《请申禁天门街左右置私庙并按品定庙室

数奏》载：“伏以武宗时，缘南郊行事，见天门街左右

有庙宇，许令私第内置。若令依旧会昌五年敕文，尽

勒于所居处置庙，兼恐十年间，私庙渐逼于宫墙，齐

人必苦于吞并。……今请夹天门街左右诸坊，不得

立私庙，其余围外远坊，任取旧庙及择空闲地建立庙

宇。”［１１］奏疏中提及了准许百官居处内立庙后，新产

生的私庙兼并坊内民居的新问题。《唐会要》所录

大中五年（８５１）吏部尚书平章事崔龟从之奏议，对

其缘由剖析尤详：“国朝二百余年在私家侧近者，不

过三数家，今古殊礼，颇为亵黩。其余悉在近南远

坊，通行已久。今若缘南路不欲令置私庙，却令居处

建立庙宇，即须种植松柏及白杨树，近北诸坊，窃恐

非便。若悉令于居处置庙，又缘近北诸坊，便于朝

谒，百官第宅，布列坊中。其间杂以居民，栋宇悉皆

连接。令广开则邻无隙地，废庙貌则礼阙敬亲。”［１９］

此二篇奏疏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与武宗时期李德

裕等之建议相同②。唐代百官家庙多与居所相分

离，且处于城南远坊。武宗因南郊礼天，见天门街两

侧有私庙建筑，试图禁止百官立私庙，只准许官员于

居所之内立庙。百官于是在所居之坊内，通过兼并

邻居而扩建庙舍。由于朝参便捷之需，官员多居住

于靠近皇城诸坊内，扩建后的家庙以及种植较特殊

的树木，逐渐形成新的景观问题。

以上奏疏皆言及“围外”，可见至迟唐武宗时

期，此概念已在长安城内被广泛接受。“围外”的出

现，是唐长安城前期规划与后期自我调适之结果。

学界对唐长安城内部较广泛存在农林用地的现象有

深入研究，尤其对南郭区诸坊的荒地现象进行多方

考证，此类成果也有助于明晰“围外”地区的性质。

从帝王视角来看，“围外”的出现对南郊礼仪空间形

成一定的冲击，故此处且补充数条材料，以求进一步

细化“围外”之范围。

０３

贾鸿源：唐长安城坊市与雩 空间

①

②

按：《全唐文》卷６４３《王起》（第６５０４页），载有《请禁皇城南六坊内
朱雀门至明德门夹街两面坊及曲江侧近不得置私庙奏》，其内容与李氏奏疏

相合。《全唐文》卷６４１载王起“武宗会昌四年拜左仆射”，则此疏应系会昌五
年（８４５）李德裕、王起等之合奏。

按：《旧唐书》卷１７２《令狐
!

》载，
!

以大中四年（８５０）“改兵部侍郎、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白敏中、崔龟从曾为太常博士，至相位”。二氏奏议

内容相仿，且文末皆言及为百官私庙设定品级之事，故亦应为大中五年（８５１）
群臣之合奏。



上所引崔龟从之奏疏，已言及唐长安城中百官住

宅分布毗邻皇城，以便于朝参。唐代对于官吏的奖励

措施之一，便是赐第于宫城、皇城附近诸坊。刘长卿

《奉和杜相公新移长兴宅呈元相公》诗曰：“间世生贤

宰，同心奉至尊。功高开北第，机静灌中园。”以长兴

坊为代表的“北第”，可视作对临近皇城之南诸坊的

美称。“围外”的出现，与此现象有较大关联，白居易

《新昌新居书事四十砋因寄元郎中张博士》诗曰：“冒

宠已三迁，归朝始二年。囊中贮余俸，围外买闲田。”

“围外”之田有何特殊性？白氏又曰：“市街尘不到，

宫树影相连。省吏嫌坊远，豪家笑地偏。”［２０］新昌坊

毗邻东郭，不在前文所述“围外”之内，且位置北移三

坊之地。白氏既言遭省吏之讥，则“围外”北移也与

大明宫偏处长安城东北隅相关。查皇城之南第６坊

外、大明宫之南第７坊外，被归入“围外”之范围（如

图３所示），似可证６、７坊之南北宽度是唐长安城南

部用地面积的理想范围。

图３　唐长安城的围外空间示意图

然而在此背景下，无论是坊内建筑高度设置

（武宗可以看到坊墙内百官之家庙）、树种景观规

划、御路的辐射范围，皇城南所对３６坊仍受到帝王、

官员群体的特殊重视。

纵然学界已有成果，可以证实长安城存在前期规

划过大与后期利用浪费之间的矛盾，但是经过帝王、

官员群体对待“围外”的态度，仍然可见其对于长安

城内相应祭祀空间的重视，尤其是对于作为南郊御

路———朱雀街两侧四列坊的缜密规划控制。换言之，

在礼制等级空间、祭祀空间的范畴之内，长安城的空

间完整性思维具有强大的保守性，因而可以部分超越

实际利用方面业已形成的非对称、均衡之格局。

除却寄托礼制观念之外，本区域的营建方式也

与皇城具有内在联系。随着长安城测量数据的日益

精确，从模数角度对长安城规划方式的研究逐步深

入。有学者发现，在“先王室后庶民”的官本位思想

影响下，皇城正南四列坊与东西两侧各四排坊的尺

度设定，乃是受到率先营建的皇城城门位置的

影响［２１］。

（二）朱雀街雩?祭祀的两种轴线

作用

皇城之南、御路所在，二因素叠加，使此３６坊与

帝王、官员群体紧密相关，因而成为承接帝王、官僚

集团展开相应政治活动以“燮理阴阳”的重要依托

空间。经文献梳理，可以认为，皇城南所对３６坊蕴

含“秉时施政”之意蕴，主要体现在以朱雀街为轴线

的求、止雨之中。

１．舞雩求雨、徙市

舞雩、徙市作为求雨方式历时久远。《周礼·春

官宗伯》女巫“掌岁时苰除衅浴，旱賛则舞雩”，“凡邦

之大灾，歌哭而请。”《礼记·檀弓下》载鲁穆公欲通

过暴晒巫觋求雨，遭到县子制止，穆公于是欲徙市，县

子云：“天子崩，巷市七日；诸侯薨，巷市三日。为之徙

市，不亦可乎。”徙市求雨成为人君通过自我责罚以禳

灾的方式之一。郑玄注：“必巷市者，以庶人忧戚，无

复求觅财利，要有急须之物不得不求，故于邑里之内

而为巷市。”［２２］后世历朝多有沿袭。

徙市，也被列入唐代礼仪制度：“京师孟夏以后

旱，则祈雨。……旱甚，则大雩，秋分后不雩。初祈

后一旬不雨，即徙市，禁屠杀，断伞扇，造土龙。雨

足，则报祀。”［７］唐代中央与地方皆有徙市之举，有

时也与巫觋舞雩相伴生。白居易曾列举解救水旱之

灾的措施，“雩天地以牲牢，?山川以圭璧，祈土龙

于玄寺，舞群巫于灵坛，徙市修城，贬食彻乐”等［２０］。

唐代长安城内旱灾而徙市、舞雩，兹举数例如下：

《旧唐书·肃宗本纪》乾元二年（７５９），“以久旱

徙市，雩祈雨。”［７］《太平御览》载京兆尹黎干，“以旱

故，祈雨于朱雀街，”因与巫觋对舞招致坊间讥笑［２３］。

检之《新唐书·黎干》在代宗大历八年（７７３），“时大

旱，干造土龙，自与巫觋对舞，弥月不应。又祷孔子

庙，帝笑曰：‘丘之祷久矣。’使毁土龙，帝减膳节用，既

而霪雨。”［１７］《乐府杂录·琵琶》，德宗贞元（７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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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４）年间，“诏移南市祈雨，及至天门街，市人广较胜

负、斗声乐。”［２４］《旧唐书·文宗本纪》太和七年（８３３）

七月，“以旱徙市。”八年（８３４）六月，“徙市。”开成二

年（８３７）秋七月，“以久旱徙市，闭坊门。”［７］

结合以上资料，可知唐人徙市朱雀街，徒保留形

式。代宗讥黎干久祷不雨，这一帝王、官员祭祀行为

对比，恰可折射出朱雀街所在区域具有京兆尹求雨

祭祀空间的色彩。《两唐书》虽极言黎干之奸伪，然

历任京兆尹于长安城内朱雀街、曲江池畔等受到皇

家、官僚特殊重视区域内进行官方祭祀活动，却是不

争之事实。《酉阳杂俎》黎干于曲江设土龙求雨，以

“某为京兆尹，威稍损则失官政”为由，鞭笞不避仪

仗老者［２５］；《宣室志》萧昕投龙曲江；韩愈亦曾于曲

江主持土龙求雨祭祀。

黎干祈雨朱雀街，虽有众人之围观，但此行为的

官方性质并未改变，因而朱雀街与其影响所及的东

西两侧诸坊，成为长安城中求雨祭祀背景下，与启、

闭南北门诸坊所在空间性质相异之区。

２．太社—朱雀街—明德门止雨轴线

皇城之南３６坊的止雨空间特征，主要是通过朱

雀街贯穿太社与明德门的廊道作用来体现。

古礼止雨，有祭社、?门之法，二者或同时施行，

或分而用之。《左传·鲁庄公二十五年》鲁因大水，

“鼓，用牲于社、于门。”杜预注“门”乃“国门”。《周

礼·春官宗伯》云，鬯人“?门用瓢赍”，太祝也有以

“?”祈告鬼神之法［２６］。董仲舒《春秋繁露·止雨》

篇，禁止妇人入市、盖井，皆为兴阳抑阴之附会，而其

作为重点措施的祷社、朱丝?社行为即源于此。

唐代祭社、?门求雨之法不仅得到践行，而且还

被载入礼典。如《通典·?》载：“霖雨则?京城诸

门，三?不止，则祈山川岳镇海渎社稷，又不止则祈

宗庙神州，报以太牢。”［２７］地方州县的?礼也有相应

制度。唐代祀社、?门以止雨，凡有如下数例：

《新唐书·五行一》载，唐玄宗开元二年（７１４）

五月，“久雨，?京城门。”又天宝十三载（７５４）秋，

“大霖雨，害稼，六旬不止。九月，闭坊市北门，盖

井，禁妇人入街市，祭玄冥太社，?明德门。”咸通九

年（８６８）六月，“久雨，?明德门。”［１７］

由上可知唐代止雨祭祀，具有综合古礼与《春

秋繁露·止雨》措施的特点。明德门作为长安城正

门，逐渐成为唐代?门礼仪的专属对象，朱雀街具有

作为以京兆尹为代表的官员群体求雨祭祀空间的特

点。止雨祭祀时，由于太社位于皇城含光门内道西，

明德门处于南城墙正中，二者主要通过?门时诸祭

官的活动路线来呼应。《通典·久雨?祭国门》载，

“将祭，有司筮日，如别仪。前一日，诸祭官清斋于

祭所，右校扫除祭所，太官丞先馔酒脯醢。其日质

明，郊社丞帅其属，设神座，皆内向。”［２７］诸祭官预先

斋戒于明德门所设祭所；郊社署位于皇城太社之西，

郊社丞与其属官由官署出发，至明德门，既表明?门

礼在性质上与社祀有相通之处，也由此将朱雀街贯

穿太社、明德门二处位置分离的止雨祭祀场所的廊

道作用予以发挥。同时，结合太社处于皇城之内的

布局状况，则皇城南３６坊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为皇城

在祭祀活动中功能空间的外延。

此外，如果关注皇城南３６坊之地所承担的雩?

祭祀的诸项礼仪，会发现徙市、巫觋舞雩、祀社、?门

等主要的祭祀行为，皆可追溯礼典，亦即如宋务光所

言，其皆可列入“先圣之明训”行列。进一步讲，此

区域应可视作“传统雩?区”，其与城内其他诸坊开

闭坊门、设立祭坛相比，在礼仪层面更加遵循古礼正

统（如图４）。

图４　唐长安城中坊市门雩?区与传统雩?区分布图

三、结语

　　从坊市的角度对唐代长安城内求、止雨祭祀进行

观察，可以发现：其一，在祭祀活动的理论来源上，主

要分为古礼传统与董仲舒《春秋繁露》中《求雨》、《止

雨》二篇中新出现的阴阳附会两类。其二，此两种理

论分别应用于坊市中的求、止雨实践后，皇城南所对

３６坊集中了近乎所有古礼传统祭祀之法，可看做是

“传统雩?区”，结合本区经“围外”等媒介而折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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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与官员群体祭祀之间的紧密联系，其作为帝王、官

员群体“秉时施政”之区的特殊性更加明显；相比之

下，长安城中其他坊市区被作为践行董子启、闭坊市

门求、止雨新理论的实践场所，由此而形成的纵横有

序的祭祀坛?，成为唐长安城坊市区中新形成的祭祀

空间。其三，对皇城南所对３６坊礼制空间的考察，尤

其是雩?祭祀礼仪空间视角，可以发现本区域有别于

其他坊市区的特殊性质。唐长安城坊市区中的雩?

祭祀，形成两类性质的坊市区共同组成的较隐秘格

局，既受到规划之初其范围确定与皇城城门之间的直

接联系，也受到皇城礼制空间运行的特殊影响，成为

皇城礼仪空间的重要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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